经贸摩擦与大国崛起 
——日美经济战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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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已进入战略性贸易摩擦期。20世纪后半叶的日美经济战与入世后中美经贸摩擦具有较大相似性。本文系统回顾了日美经贸摩擦中“贸易摩擦——汇率摩擦——体制摩擦”的发展演变轨迹，厘清了三者的内在递进关系，并分析了入世后中国对外特别是对美经贸摩擦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战略性贸易摩擦是正在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主导国之间在经贸领域冲突博弈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结合对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对比分析，简要概括这一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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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但同时又表现出对这一体制的适应和驾驭能力相对不足，短短几年便已进入同美欧发达国家的经贸摩擦高发期。作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和第六大经济体，中国立足于“新成员”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正受到多方置疑。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两面夹击”，使“中国威胁论”再度兴起。这些经贸摩擦不仅关涉到中国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外经济战略和政治经济体制都形成重大冲击。因此，中国业已度过“与国际接轨”和“谋求发展”的阶段，必须切实加强“自我保护”。

    从大国兴衰论来看，一个经济大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现有大国之间产生战略性摩擦。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指导，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同样遭遇到对海外市场高度依赖和贸易失衡等问题，与他国特别是美国频繁发生贸易摩擦。鉴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日美经济战与中美经贸摩擦在贸易战略、摩擦对象、争端演变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角，从大国关系的战略高度来分析和总结日美经济摩擦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性内涵，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从而，为中国制定务实稳妥的贸易战略，平稳地度过入世后过渡期提供理论启示。 

一 日美经济战的历史回顾 

    二战结束初期，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盟友采取了“善意忽视”的策略，盟国间对安全利益和联盟团结的强调增强了相互间的政治凝聚力，也往往容易掩盖经贸纠纷等低级政治领域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尽管早在1955年日美就因日产“一美元女式衬衫”爆发了“廉价倾销”的贸易纠纷，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仍处于隐性阶段。

    随着日本大量引进、吸收和模仿改造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价廉物美的日本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市场。日美之间由此相继在纺织品、玩具、电视机、汽车、机床、钢铁、半导体等货物贸易领域产生摩擦。由于日本产品的输出价格往往低于其在国内的销售价格，其“二重价格攻势”对美国的相关产业造成致命冲击。例如，1960—1970年，美国电视机产业的员工人数减少了50%，1970—1975年减少了70%，1977—1981年又减少了75%。 从1965年开始，日美贸易中美国由顺差国转为逆差国。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当年逆差额为5.3亿美元，这成为战后日美贸易的转折点（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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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日贸易（1965—2003年）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Statistics Database，http：//stats.unctad.org/。 

     在贸易摩擦领域，除了上述由于日本扩大对美出口而引起的“出口型摩擦”之外，日美之间还存在着“进口型摩擦”，这主要指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与日本极力维护市场保护之间的摩擦，主要表现为农产品摩擦、政府采购摩擦、建设摩擦、美国对日投资摩擦等。  综合而言，美国不断通过自愿出口限制（VER）、有秩序的销售协定（OMA）、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MOSS）等渠道和方式向日本施压。在美国的压力下，日美两国相继就钢铁（1972年）、彩电（1977年）、牛肉（1978年）及柑橘（1978年）等农产品、汽车（1981年）等的贸易达成协议。 

    由于日美两国要素禀赋、经贸战略、市场需求等因素的不同，上述贸易压制措施未能有效降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据统计，在1980—1995年美日之间达成的15个贸易协议中，仅有1987年的汽车协议和1991年的半导体协议较为有效地提升了美国产品的对日出口。从表面上看，单纯从贸易领域入手并不能解决日美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因此，自80年代起，美国就希望通过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以削弱其国际经济竞争力，从而缓解对日赤字。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访日时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这被认为是以日元汇率为焦点的日美金融摩擦的起点。 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参见图2），由1985年的1美元兑238.47日元升值到1986年的1美元兑168.35日元，至1995年已逐渐升值至93.96日元的高位。但是由于J曲线效应，日元升值对于减少日本对美顺差的效果并不明显，对美贸易黑字由1985年的497.79亿美元继续攀升至1987年的598.85亿美元，此后的回落幅度也相当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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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元对日元的汇率（1973—2003年）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February2004，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TABLE B-110.Foreign exchange rates，1983-2003，p.410.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远较经常项目收支的起伏更为深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akinnon）和日本经济学家大野健一曾指出，从贸易压力到日元汇率，再从汇率到日本货币政策，存在着一条因果关系链条。 随着日元的大幅升值，日本政府于1987年《卢浮宫协议》后实施了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的出现埋下了祸根。急剧金融自由化又导致了金融资产的长期调整和短期存货的流量调整连动进行，形成一种所谓的“复合萧条”。 同时，由于日本政府在长期的金融缓和、过急的金融紧缩、长期遮掩与拖延对不良债权的处理、选择错误时机推行“财政重建”等一系列问题上造成失误，日本陷入泡沫经济，开始了“十年徘徊期”。 促使日元升值的汇率“打压”政策部分减缓了日本产品对美出口的增势，但仍未能从实质上打开日本的国内市场。此时，关于日本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的“异质论”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美国解决对日贸易争端、挑起体制摩擦的理论基础。 这其中又以日本市场格局和企业系列制为争论焦点。 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除了传统的贸易壁垒、贸易逆差、结构性障碍等争端之外，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几乎完全集中到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上。 以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卡瑞尔·冯·沃佛仁（Karel von Wolferen） 为代表的美国修正主义（Revi-sionist）“四人帮”（Gang of Four）在美国的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逐渐得势。修正主义理论认为，日式资本主义模式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日美之间的这种模式差异使美国深受其害，而日本解决问题的步伐又异常缓慢。 由此延伸出的必然逻辑是，日本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向美式资本主义模式靠拢，改善乃至重塑其政治经济体制，日美体制摩擦日益升级。 
日美政府首脑间关于宏观体制的谈判成为两国解决结构性体制摩擦的首要渠道和方式。1989年，海部俊树政府与美国达成《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美方要求日本在储蓄、投资方式、土地利用、流通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等领域进行改革。1993年，宫泽喜一政府与美国达成《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7年，桥本龙太郎政府再次与美国达成《日美规制缓和协议》。  此后，按照美国的要求，桥本内阁推行了一项包括六个关键领域的全面改革计划，从经济结构、金融与银行业、国家财政、卫生保健和福利、公共管理和教育等重点领域着手，力图“重振日本经济，创造一个向国际社会完全开放的、以责任制和市场原则为基础的自由、公平的社会经济体系”。桥本之后的小渊惠三、森喜朗等历届日本政府一直未中断与美国的“规制缓和对话” ，小泉纯一郎执政后也多次与布什进行规制改革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小泉本人始终坚持的“邮政民营化改革”也可视为其对美式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一种借鉴和效仿。 

    综上所述，20世纪60—90年代，日美经济贸易摩擦呈现贸易摩擦——汇率摩擦——体制摩擦的发展演变轨迹，由单一产品或行业的个别摩擦转为涉及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整体争端，由一时一地的器物之争上升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体制矛盾。反观入世后的中国，也遭遇到类似的问题。 

二 中国已进入战略性贸易摩擦期 

    早在中国入世之前西方就有一种观点，即认为这是中国既希望在国际多边经济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又力图保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继续享有经济起飞阶段种种优势的一种策略。 这也成为不少发达国家反对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理由。与艰苦的入世谈判相比，中国在过渡期中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尽管原先预料的钢铁、纺织、汽车等产业遭受巨大冲击的局面并未完全出现，但是入世后短短五年，中国即面临多种经贸摩擦的全面爆发。同时，这些经贸摩擦又往往与意识形态、政治争端等因素相掺杂，更具复杂性。比起日美两国经历30余年方才走完经贸摩擦的“三部曲”，今天中国面临的“前后夹击”的形势更不容乐观。 
首先，从贸易领域来看，近十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连创新高（参见图3）。2005年，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中方统计，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2116.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贸易顺差为1141.7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比上一个年度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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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对美贸易（1996—2005）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05年秋季）》，http：//gcs.mofcom.gov.cn.aarticle.ztxx.dwmyxs.200510.20051000673294.html/。 

    随着贸易顺差的上扬，中国的对外贸易摩擦不断升温。据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对中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2年10月底，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544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02起，保障措施调查42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中国约16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 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统计，从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到2005年6月30日止，各成员共发起274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的案件有434起，占15.8%。中国成为世贸组织各成员国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在所有国家中，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为59起，位于印度之后，居第二位。 自2005年开始，全球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应取消配额，但美国和欧盟相继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发起特保调查并设限。2005年全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51起，为历年最多。可以预料的是，在入世后过渡期中，中国在纺织品贸易、反倾销、特保等重点领域，仍将受到贸易纠纷的困扰。

    其次，在汇率领域，随着中国外贸黑字的逐年增加，外界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也与日俱增。自1994年中国“双轨制”汇率并轨后，部分发达国家不断敦促中国开放资本市场。2003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西方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要求各国效仿《广场协议》，促使人民币升值。同年9月，美国财长斯诺访华，要求中国政府放宽人民币的波动范围，减少政府干预，改由市场决定汇率。2005年3月，美国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督促国会，要求其促使人民币汇率上调25%。5月19日，美国财政部又向国会提交报告，要求人民币在六个月内调整币值。7月21日，中国政府根据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大原则，将人民币由原先的1美元兑8.2765元人民币改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升值2%，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篮子包括美元、欧元、日元等11种货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富弹性。目前，人民币的汇率已接近1美元兑8元人民币的大关。即便如此，外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尚有巨大上涨空间，人民币升值预期频仍，人民币汇率问题仍是中外经贸争端的重要焦点。2006年3月，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汇率报复案”，要求人民币在六个月内实行自由浮动，否则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尽管这一提案最终推迟表决，但类似的突发性事件恐怕仍将不断涌现。

    再次，在体制摩擦中，中国正受到正反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继续通过议会提案、外交会谈、媒体舆论等渠道要求中国在资本市场开放、市场监管、法律保护、劳工权利、银行体系、土地制度等宏观经济制度上进行深度改革。如2005年11月9日，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在向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中，再次对中美关系的整体发展趋势持否定态度，指责中国仍存在操纵汇率、违反入世承诺、侵犯知识产权、漠视劳工权益等行为。 2006年3月，美国参议员格拉斯里和鲍克斯又提出一份主要针对中国的提案，要求中国“在WTO框架内”改善贸易、汇率等经济体制。另一方面，美国在各种场合积极敦促和正面引导中国按其要求进行体制改革和调整。最突出的例子便是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B.Zoellick）于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晚宴上的讲话。 自此以后，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仿佛成为促使中国进行制度改革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标杆和目标。 
对比日美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不难发现两者有其显著的共通之处：对于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对美贸易失衡和美国经常账户的整体逆差是双方发生对美经贸摩擦的肇端。当然，中日之间也存在若干差异。

    第一，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模式吸引了大量外资，这种大开大合的生产方式又需要大量能源和资源的支持。从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看来，这势必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巨大冲击。

    第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外贸依存度远比当时的日本高，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中国不仅需要面对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压力，还不得不正视发展中国家间的经贸争端。拉美、东欧、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和纠纷日益凸显。双方不但在市场份额上存在激烈竞争，而且在世贸组织等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在农产品、能源、价格补贴等方面，显示出相左的利益诉求和战略立场。考虑到国际政治力量的依存等因素，其对中国贸易战略的冲击更为不可控制和难以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开拓新兴市场、降低对美市场依赖的回旋余地相对更小。

    第三，日本在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对外经贸摩擦的处理中，更为注重社会稳定，社会保障制度也较为完善。而中国则相对重视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在入世后过渡期中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农”问题、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问题固然有其特定的要求，但又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体制等因素紧密交织。

    第四，日美经济战中掺杂着较少的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美国研究日美经济关系的著名学者沃格尔（E.F.Vogel）曾指出：“日本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有人提出90年代应将日本的挑战作为一种有益的刺激力量，在此意义上应向日本表示感谢。” 而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经贸摩擦中的这种“感激情绪”将更多地为“体制异见”所替代。特别是当经贸摩擦与各自的国内政治、民族情绪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更需要采取审慎的应对策略。 

三 大国崛起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曾指出，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它影响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尽一致，由此导致大国间的折冲樽俎。日美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概言之，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这一冲突即为“战略性贸易摩擦”。简单地说，战略性贸易摩擦体现出必然性、递进性和长期性三大基本特征。

    首先，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新兴大国，特别当其又作为贸易大国出现时，必然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从而导致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大国之间的战略性贸易摩擦源于某些经贸因素，如产业结构、经济政策、交易惯例的差异等，但究其实质是大国对于国际地位和战略利益的角逐。正如美国负责远东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指出的，贸易失衡和日本在经贸领域的某些不正当举动并不是日美经济战的关键。美国对日本耿耿于怀的核心，在于对其优势旁落的忧虑等其他原因。 同样，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迅速发展势必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掀起波澜。 

    其次，贸易摩擦、汇率摩擦和体制摩擦是层层递进、渐次演变的。其核心和归宿是体制之争。通过要求新兴大国在政治经济等体制上与之趋同，现有大国得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双边层次和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既得利益。现有大国要想在贸易、金融、投资等微观摩擦中真正把握主导权，必须充分利用制度或体制因素产生的“溢出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换句话说，要求新兴大国的体制变革既是现有大国的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在日美经济与贸易战中，尽管日本对美出口的依存度远小于美国的其他几个主要贸易伙伴，但美国通过301条款进行的单边经济胁迫，在日本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效果。 这既是由于日本有借助外力实现内部变革的传统，更是因为日本过于服从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协调”，顺应“美国因素”的压力，“在如何摆正本国国家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存在着战略上的缺陷” 。而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体制施压”的结果。滨田宏一曾将日本经济封闭性（closedness）的来源分为三类：一为政府管制和干预，二为私人适应环境的理性行为，三为日本公众的意识和观念认知。 内化的制度和国民意识等因素会对政府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美国注重在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对日本双重加压，力促其真正实现经济体制的自由化。

    再次，战略性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战略性贸易摩擦涵盖经贸交往的各个领域，如贸易平衡、汇率调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妥善处理战略性贸易摩擦问题，不但涉及矛盾双方在企业、行业等微观层面的调整，而且关乎政治、经济、社会等根本制度的调适。这种大规模、深层次的动态博弈绝非在短时期内能够完成。如何在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将是中国和平发展中必须长期面对的紧要问题。

    大部分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中国已完成了从国际体系的“反对者”到“改革者”再到“维护者”的角色转换。 因此，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对外经贸摩擦问题，并不是游离于体制之外或对抗现行体制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体制内因应变动的问题。 

    日本在对美经济战中，尽管有着因日元急剧升值而引发泡沫经济等惨痛的教训，但也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探索出一些加强自我保护的战术和策略，如充分利用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条款中的灰色区域，积极参与修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条款，提高议程创设能力；通过加强产业外移和对外直接投资、转借第三国出口等措施，减少贸易不对称依存的集中程度；在双边经贸谈判中加强舆论宣传和心理攻势，“拖磨并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等。 吸收和借鉴这些战术和策略，无疑对于我国制定入世后过渡期的对外经济战略不无裨益。换言之，在明确了战略性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之后，当务之急是再次从日美经贸战等相似案例出发，寻求维护国家利益最大化、切实实施自我保护的有效途径。 

    在日益高涨的对外经贸摩擦中，中国须从战略高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冷静理性地去应对；既要从经济表象看到政治内涵，又要从政治高度去化解经济摩擦酿成的危机。在经贸摩擦中，中国既要“遵守国际惯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摩擦问题”，又须“在制定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时切实考虑国际因素和国际影响，注意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给外部世界带来的经济效应”。 本文对日美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对比分析只是初步的尝试，全面、深入地剖析二者的异同将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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